
淡化范式界限，寻求超越另类( alternative alter-
natives) 。
(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博士研究生，邮编: 100193)

［参考文献］

［1］ Ferguson J．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5

［2］ 埃斯科瓦尔． 遭遇发展: 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

解． 汪淳玉，叶敬忠，等译校． 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1

［3］ Escobar A． Territories of defference: place，move-

ment，life，redes． London: Duck University Press，

2008

［4］ Dreyfus H，Rabinow Paul． Michel Foucault，be-

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

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108 － 109

［5］ Escobar A．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d． New Jersey: Prin-

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6］ Escobar A． Anthropology and development． Interna-

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7( 49) : 497 －515

［7］ Escobar A． Anthropology and development encoun-

ter． American Ethnologist，1991，18( 4) : 658 － 682

［8］ 凯蒂·加德勒，大卫·刘易斯． 人类学、发展与后

现代挑战． 张有春，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8: 141

［9］ 叶敬忠． 再论“参与式发展”与“发展研究”( 代

序) ∥李鸥． 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 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0］ Peet R． Feature review． New Politics Economy，

1997( 2) : 344

［11］ Hobart M．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develop-

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3:

12

［12］ Mosse D． Cultivating development: an ethnography

of aid polic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13］ Lehmann D． An opportunity lost: Escobar’s de-

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Devel-

opment Studies，1997( 33) : 574

［14］ 赵汀阳． 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 哲学研究，2003

( 7)

［15］ 张颐武． “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

课题． 战略与管理，1994( 3)

［16］ Sadhvi D，Cook B． The new development manage-

ment．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2008

发展的解构学及其困境
———与《遭遇发展》的反思性对话

辛允星

关于“发展”的社会理论是我近年来一直
关注的学术话题，因此对埃斯科瓦尔这个名字

并不陌生。他的代表作《遭遇发展———第三世
界的形成与瓦解》被译成汉文，译校者是我读
研期间的导师。因为对本书作者与译者的了解
与关注，以及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是围绕发展话

题而作，我深感有必要将自己阅读本书的体会

落成文字，以感念刚刚过去的研究生岁月，廓清

未来学习与科研生活的思想基调。当然，本文

并不局限于对《遭遇发展》一书之详细内容及
其具体分析过程的考证，而是集中探讨发展理

论的“解构学”范式及其得失，并希望通过相应
的理论演绎来凸显本研究范式的潜在风险。

一、发展话语的形成与解构

在《遭遇发展》一书中，作者集中介绍的核
心观点是:“发展”这一被使用得再普遍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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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实际上只不过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被创

造出来的一套话语体系，在此话语框架中，西方

发达国家掌握了主导权，而其他所谓的欠发达

国家和地区则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被这套话语

所支配，因此形成了当前这种“单一模型化”的
发展理念以及发展主义话语一统天下的世界格

局，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以“发展”之名，行霸
道与权力支配之实; 知识界需要努力打破这种

话语体系，推动多元发展模式的形成与建

设。［1］不管从世界近现代历史事实出发，还是
从人类普世道义的角度倾听，埃斯科瓦尔的观

点都是振聋发聩的，他深刻地揭露了西方近现

代历史中的不光彩一页，指出了欧美发达国家

在推广自身所创立的所谓普世价值过程中表现

出来的自负乃至狂妄，并且以鲜活的历史事实

来论证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多么需要修

正。作为一位美国人，他已经站到了人类道义
的制高点上。
埃斯科瓦尔对“发展话语”的历史谱系之

分析十分精细，他不仅回顾了其形成的历史过

程及其内部机制，还展望了其“被瓦解”的命
运，其中的说服力自不待言。他关于贫困的问
题化、发展经济学的渗透性全球蔓延、发展干预
中的性别话题等的例证性分析几乎神奇地点中

了西方主流发展话语的死穴，使其很难给予有

效的理论反击。如果说埃斯科瓦尔在本书中的
陈述重点在于发展话语的演进过程及其机制，

那么其所要达到的效果则是对发展话语的“解
构”，即通过“挖其祖坟”的方式将占据当前世
界发展话语核心位置的单一模式理念彻底推

倒，给过度自信的发展主义理论进行釜底抽薪，

从而迎来一个“后发展”的时代。显然，埃氏的
理论分析路径是后现代主义的，从其著作中所

充斥的一大串“人名”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
其中福柯、萨义德、利奥塔、德里达、陶西格等对
他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当然，更有力的证据在于

本书最终结论的得出。采用后现代理论来分析
探讨任何学术话题，都很容易带来双重效果，那

就是理论( 历史) 路径的独到精细与研究结论

的虚无主义并存，埃氏对于发展话语的理论探

讨同样没有逃离这样的命运，他在取得某一方

面的成功之同时也深陷于另外一种失败，我们

可以将这种失败归因于“解构学”的内在困境。

二、发展的解构学及其社会后果

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理论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逐渐风靡，启蒙时期以来形成的
现代话语遭遇到空前挑战，诸多一向被视为

“理所当然”的概念与理论范式受到深刻质疑，
“发展”作为西方的主流社会理论自然也受到
了重大冲击。以最简单的叙说，从哲学视野下
的社会进步观开始，依托生物学的进化理论，发

展理念才最终占据了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舞

台，并长期执学术界之牛耳，直到后现代理论的

兴起，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其中最显著的突破

就在于对“发展”概念的解构。有人将对传统
发展理论的各种反思性成果归纳为新发展主义

理论，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共识是: 发展的幻象

已经破灭，后现代的社会变革应当以多元文化

主义态度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与世界观，
建立基于本土知识的、传统和现代智慧相结合
的、人与自然共存的发展模式。［2］显然，这些观
念与以帕森斯、罗斯托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
理论家之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他们成功

地对一元论的发展模式学说给予了深刻的揭

批，埃斯科瓦尔在这场学术话语的“颠覆运动”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因此成为与沃勒斯坦、萨
林斯、班努里等齐名的新发展主义者。
其实，若要深入挖掘新发展主义理论的哲

学根基就会发现，这一学术阵营不仅要破除发

展模式的单一化倾向，还试图从基本理念层面

上消灭“发展”概念本身，从根本上质疑自达尔
文、摩尔根以来的社会“进步观”，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还要对西方的整个近现代文明史给予

“伦理性否定”。萨林斯关于原初丰裕社会的
分析即具有这种理论抱负，他对西方工业文明

带给人类的生活面貌表示强烈质疑，其弦外之

音就在于对整个社会“进步观”的否定。当然
埃氏并没有像萨林斯那样“走得如此之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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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基本学术理念层面，他们之间肯定是相通

的，其最大的共鸣当然就在于对“发展”概念的
解构。我们可以将这种借后现代主义理论东风
所形成的新发展观标识为发展的“解构学”，也
就是说，破除对传统发展主义话语的迷信，确立

多元社会发展模式并存的社会观念，乃至彻底

放弃“发展”理念自身，已演变成为一种新的理
论范式，它与传统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存在某

种断裂性差异。埃氏关于全球范围内发展话语
之形成过程与各种发展干预技术实践的分析作

为一种“解构”路径，着实起到了破除传统发展
话语的效果，他以鲜活的例证和深邃的洞察力

揭示了基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模式所形
成的机械发展观，从发展政策的制定层面上警

示人们尊重“地方性知识”与多样性现实的重
要性，以上可以视为发展的解构学所产生的积

极社会后果。
在关注到埃氏“解构发展”理论之积极后

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其中所隐含的各

种理论与现实风险，而且这些风险还与他对西

方发达国家的某些误读有着直接关联。于歌先
生对美国外交与国家性质所做的宗教社会学研

究证实，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经常会包

含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基督教理念是这种意

识形态的核心，是这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世俗的

物质利益支配着美国的外交，美国的本质就在

于其广泛和深厚的基督教信仰。［3］这些观点从
一个侧面支持了埃氏的理论，即西方发达国家

在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发展模式过程中

往往会夹杂着“西方中心论”意识，表现出不同
形式的盲目自信和过度热情; 而从另一个侧面

又与埃氏对西方发展话语的批判存在着“道义
想象”的对立，于歌笔下的美国是真诚的基督
福音传播者与正义追求者，而埃氏将以美国为

代表的西方世界理解为发展话语的制造者与多

元文化生态的破坏者。此外，埃氏对世界发展
话语权力运作的分析还带有对西方国家的某种

“阴谋论”想象，即将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很
多“发展失败”归因于发展话语中心的刻意而
为，这就彻底掩盖或直接忽视了西方发达国家

向第三世界提供发展支持的“真诚面”，而不再
是停留在“好人做坏事”这样的分析判断层面
之上。
沿着埃氏的理论路径继续推演下去，其结

论就是: 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话语从本质上说

就是一套方便对他者行使支配权力的知识工

具，而在此指引下的脱离“地方意愿”的社会变
迁过程注定不能顺遂，因此，探索适合不同国家

或地区特殊情况的本土化发展之路就显得尤为

重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些主张无疑
都符合社会正义的原则，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是，多元的“地方”内部同样存在不平等的权力
关系与话语支配现象，而且还可能存在更严重

的话语垄断问题，那么最终就很难判定“何者”
可以代表不同层次的“地方意愿”。而更为关
键的问题在于，在缺乏某种共识性沟通平台的

情况下，对当前主流社会发展理念的迅速解构

很可能会导致无原则的“多元主义”，那么已经
被历史所淘汰的很多错误观念就会沉渣泛起，

甚至连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乃至法西斯思想也
可能借此而具备了某种道德合法性。推广到更
为广泛的社会领域而言———既然不存在着普世
价值，那么任何的“社会变迁形式”都可以被论
证为某种“多样性”的表现。同样，任何的政治
理念与执政方式都可以充当某种社会发展样式

的集中展现，20 世纪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
革命、发生在非洲的卢旺达种族冲突等也可以
被理解为一种“地方意愿”。显然，以上这种理
论推演并不符合埃氏的初衷，因为他一向都反

对权力支配与文化奴役。但是由于对西方发展
话语的过度批判和对多元化“地方”内部权力
结构的考虑不周，其理论创建的客观后果就出

现了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风险，这又集中体现为

对多样化发展模式的无原则主张。

三、中国语境中的发展话语

上文谈及发展的解构学可能造成积极与消

极两个方面的社会后果，其实这已经为中国的

社会发展现实所证实。众所周知，最早将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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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理论引入到中国学界的主

要是通常被划入新左派阵营的一批学者，以汪

晖先生为代表。这一理论资源的引入一方面对
抽象意义上的“发展”概念给予了清洗，从批判
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单一发展模式的迷信，更

加深刻地展示了发展事业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

则为论证中国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提供了
有力的理论武器，更使得中国发展话语权的实

际持有者在反对“西方干预”的斗争中更加理
直气壮。但是吊诡的结果是，我们一手利用西
方的新发展主义反对西方的传统发展话语，而

另一手却制造着比我们所批判的对象更加严峻

的“发展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不仅未能
超越西方主流发展话语潜藏的困境，而且在抵

抗西方单一发展模式的过程中陷入了更为艰难

的处境，最终导致自身的自主性和合法性双双

受到削弱。由此不难发现，中国语境中的发展
话语确实存在着某些不正当的权力配置关系，

但显然这不是由西方国家强制送给我们的，而

是中国“作为地方”并获得整体性发展话语权
的产物，今天我们在推介埃斯科瓦尔的著作时，

不应该随意忽视这种地方内部的发展话语垄断

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汪晖先生
从早期的所谓新左派领袖转化为充满国家主义

情结的保守主义人士，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 后

现代主义的新发展理论如果被不当操作，就很

可能会转化为一种新的“乌托邦”话语，不但最
终难以实现其宗旨，而且可能带来更大的权力

不公正。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辉煌

的经济成就，但是也出现了空前的社会发展难

题，比如环境污染、社会两极分化、大众信仰缺
失等，这些虽然也与西方主流的发展话语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更多是由其内部因素所致，

大量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已经足以证明中
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同西方主流的发展理

念与具体模式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举例而言，
追求 GDP 是中国与西方发展话语中的共同诉
求，但是不惜代价地开展 GDP 大跃进运动绝非
从西方引入; 在西方世界已经开始格外重视环

境问题的今天，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依然淡漠，

似乎也与西方的主流发展话语关系不大; 从更

为现实的发展利益分配问题上来看，相较于在

中国各地组织拆迁或者征地工作的地方官员，

西方发展主义者的霸道并不显得多么严重，中

国基层民众所能感同身受的恰恰是在国际上代

表“地方”的各级政府对发展话语的绝对垄断。
因此笔者认为，将中国的“发展问题”笼统地归
因于源自西方的发展话语会显得有些“问题殖
民”的味道，不加辨析地将埃斯科瓦尔的理论
应用于对中国发展故事的解释也很值得商榷。
如何立足于中国的特殊语境来反思西方的

发展话语与新发展主义理论范式，这是我们今

天最需要回答的重大学术问题之一。金耀基先
生在其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研究结论中指

出，“从事中国现代化的理性的工作者，不应只
满足于中国文化的重来，更应以丰富世界文化

为最终的目标……我们应该学习并习惯于把眼
睛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现代化是中国唯
一的出路”［4］156。从中不难看出，金先生实际上
是主张继续追求发展，而不是轻易解构发展话

语，他反对孤芳自赏、以邻为壑，而倡导多元文
化融合，这都与埃斯科瓦尔为代表的新发展

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差别。在笔者看来，中
国若要走出当前的发展困局，恰恰需要去更

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

而不是现在就试图超越西方的发展话语体

系，过于乐观地展示自己的“地方个性”。试
想，我们现在一旦将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

值批判掉了，我们还能有什么理论资源来支

撑中国已经开启的庞大发展列车? 力倡多元

和善于解构却不擅长建设的新发展主义显然

难以担负这一历史使命。

四、结论:警惕发展理论的
螺旋形倒退

作为一个宏大的社会观念体系，发展的理

想自然难以避免其偏狭的面相，但是也不能完

全忽视其存续的正当性; 同理，它虽然具备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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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特质，但也经常体现为一种实存的物质

过程。斯宾格勒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预言“西
方的没落”［5］，索雷尔也早就通过观念史的研
究方法提出西方社会流行着某种“进步的幻
象”［6］，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西方的自
信并未真正消失，这其中必然存在着一些现实

的支撑力量; 而且对西方主流发展话语形成最

大批判力量的学说( 如后现代主义理论) 同样

起源于西方，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内部所形成的

自我反省能力一直居于外部世界对它的批判之

上。由此可见，由于对各种异样声音的持续化
“包容”，西方发展话语也在不断更新再造，并
为其具体实践提供相应的指导服务，鲍曼提出

“流动的现代性”理论［7］，可以从某个侧面证实
这一事实的存在; 而与此同时，倒是那些渴望效

仿西方却始终难以如意的国家和地方在追求发

展的道路上蹒跚前行，绞尽脑汁仍难以实现其

“现代化之梦”，甚至不断“大跌跟头”。
纯粹的理论争议可以随意挥毫泼墨，但是

涉及世界大众福祉的发展话语分析必须谨慎万

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特定区域范围内的民众

生存状态。在中国宣讲新发展主义理论可能存
在的一种风险便在于，它可能转移很多发展问

题的分析视线，甚至误导我们将本来由自己内

部制造的麻烦归结为“西方发展话语”的结果，
如此下去，自会危害中国社会发展事业的广大

“受众”。正因为如此，笔者在阅读埃斯科瓦尔
的著作过程中格外地关注到这一点，并且最终

发现这种风险是切实存在的。相信，若读者不
能够洞悉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所在，就很容

易跟随埃氏的理论分析思路误判中国社会发展

的情势，甚至热情地认为: 只要中国继续抵制西

方价值观，沿着自我摸索出来的发展路子走下

去，前面就是艳阳天; 而实际情况则可能恰恰相

反———正因为我们过于坚守所谓的“特色”，才
最终导致了很多发展问题的出现。本文之所以
补充这一席话，并非要捍卫西方主流的发展话

语，更不是为各种失败的国际发展实践辩护，而

是希望能够指出，推广新发展主义理论可能存

在着一定的风险，需要防止发展理论的“螺旋
形倒退”，即一些看似先进和前沿的新发展理
论一旦应用于具体实践，却莫名其妙地转化为

各种对社会公正与文化多元更具破坏力的权力

支配话语。
最后，我们可以思考两个基本问题。其一，

多元发展样式之间如果是“完全平等”而毫无
道德高下之别，我们将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

系，又如何去防止各种原始野蛮力量( 比如种

族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兴起? 在我们
将“发展”解构得支离破碎之前，至少应该提前
对这一问题给出可操作性的答案。其二，任何
国家的发展都必然具有各自的个性，即使宣称

“全盘西化”的国家也不例外，但是当我们否认
了普世价值的存在，社会发展的方向就必然变

得琢磨不定，很多东西都会变得“存在即合
理”; 那么对很多国家和地区而言，弘扬已经为
世界上绝对大多数国家和民众都认可的价值理

念，是否比空洞地强调多样性更加值得推崇呢?

笔者深信，理解了发展的解构学及其困境，也许

能够加深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
(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博士，邮编: 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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